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
——基于增长收敛理论的识别及“双轮驱动”检验

刘金全 ， 王俏茹 ， 刘达禹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可理解为一国在中等收入水平处收敛而达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

态。那么，新常态时期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否意味着我国在向中等收入水平收敛？这一命题能够从“中等

收入陷阱”的视角重新审视新常态时期的种种变化，进而为引领新常态提供新的理论思路。文章首先通

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发现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

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将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那么，新常态时期我国是否具备向

高收入阶段跃升的动力条件？文章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在新常态

时期得到明显提升；两大驱动因素之间则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其内生作用，并在新常态时期以更高

的水平相互融合，这一良好势头说明我国阶段性动力转换初具成效。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

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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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根据世界各国的收入分布，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美国的收入

差距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即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向发达国家收

敛的迹象，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在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前就在中等收入水平处实现了收

敛，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稳定状态即为“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以现有的增长模式难以脱离这一稳定状态，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只有探索新

的驱动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有机会向更高的收入水平跃升，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收敛。

现阶段我国正位于国际参考系下的上中等收入阶段，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我国的人口红

利日趋减弱，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投资方面也面临着边际效率递减、高杠杆以及

泡沫化的风险，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两大生产要素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瓶颈，索洛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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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重要作用由此凸显。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提

高到了战略性的高度，随后《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

等措施出台，强调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并将科技与金融作为我国发展自主创新道

路的两大驱动因素，简称“双轮驱动”。这两大因素将作为我国战略转型关键期对传统经济增长

动力的更替，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在潜在增长

率下降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我国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

降是否意味着我国已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二是科技和金融两大因素在现阶段的驱动效果

是 否 使 我 国 具 备 了 向 高 收 入 水 平 收 敛 的 条 件 。 这 两 大 问 题 的 解 决 能 够 为 引 领 新 常 态 、 实 现

“追赶—赶超”路线提供重要的借鉴。

二、  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索洛模型（Solow，1956），索洛模型的关键假设在

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设的存在使得经济体能够收敛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给定相同的外

生因素，所有经济体最终将收敛于同一稳定状态，即“无条件收敛”。无条件收敛的概念可能太

过苛刻，不同经济体应存在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收敛于不同的稳态，即“条件收敛”。随后，

学术界开始对人均收入水平与增长率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Barro和Salai-Martin（1992）以

美国48个州为研究对象，基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得出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增长率呈负向关系

的结论，并以此证明各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最终均会趋于收敛；而Lucas（1988）则对此结论进行

了反驳，认为经济体只存在增长率收敛而不存在收入水平的收敛，并指出要素流动性的提高能

够对收敛起到促进作用。Aghion和Howitt（2008）认为，大多数国家正在向相同的或平行的增长

路径收敛，这一结论为从收敛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思路；Eichengreen等（2012，

2013）在Hausmann等（2005）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案例，认为经济体的收

入水平在达到10 000–11 000美元与15 000–16 000美元后会出现明显的增速下降趋势，但无

法确定这一趋势是向中等收入水平收敛时的自然下降，还是从高收入水平收敛路径脱离的过

程。不过，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比

例相对较大的国家经济放缓的几率更小。Aiyar等（2013）比较了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

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经济剧烈且持续地背离于条件收敛

所预期的增长路径的过程，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的概率明显高

于低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由此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Ito（2017）将东亚国家按照收入水

平进行划分，得出了不同收入组国家存在不同收敛曲线的结论，并认为经济体要想从一个收敛

路径转向更高的路径，需要通过经济与政治改革来产生创新，如若不然，经济可能会陷入低收

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国内从收敛的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相对较少，林志帆（2014）采取

了加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条件收敛模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识别提供了新方法，模型的识

别结果也与现实高度相符。闫森（2017）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基础上，对亚洲经济体不同类别

的国家分别进行了“β收敛”的检验，并得出了各组别间收敛曲线存在明显差异的结论，并从收

敛的角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解释。

陷阱被定义为是一种超稳定的均衡状态（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则被视为一种因

缺乏动力而难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问题（Kenichi，2009；马岩，2009；刘伟，2011）。受到

来自低收入国家制造业与高收入国家高科技行业双重竞争压力而引致的增速放缓是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的普遍现象，而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增长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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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ras和Kohli，2011）。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早可追溯到约瑟夫•熊彼特（1990）的

《经济发展理论》，其中特别强调了金融与技术进步的密切关系；随后，约翰•希克斯（1987）在

《经济发展史理论》一书中也进一步强调了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认为比技术本身

更重要的是将技术推广的金融安排。而Solow（1956）模型中有效资本积累的概念本质上也是技

术创新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因此，技术进步与金融发展是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两大重要的驱

动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技与金融二者相互融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Schwartz（2000）从微观的视角强调了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金融安排决定了企业

技术发展的快慢，而技术的成败也直接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盈利能力，最终对宏观经济产生影

响；赵昌文等（2009）首次对科技金融进行了理论阐释，认为科技金融是各金融主体向创新主体

提供金融支持的系统安排，以深度融合科技链与金融链；段世德和徐璇（2011）认为科技金融的

发展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长足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的战略性突破口；陈守

东等（2017）对我国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传统的“三驾马车”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以科技和金融为主的新兴驱动因素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但仍不及

“三驾马车”的作用，由此说明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尚未完成阶段增长动力的转换。

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本质则是经

济增长的收敛问题，即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在向中等收入水平收敛的问题。然而，既有

的根据经典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增长收敛的文献缺乏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阐释，而专门研

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却仅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从收敛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献实属罕见。当然，仅停留在对是否陷入陷阱的问题进行讨论还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如何顺利跨越这一陷阱而联通“中国梦”的问题。由前文可知，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变

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有必要对科技和金融两大因素在我国现阶段的表现进行检

验。作为对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更替，“双轮驱动”的表现在新常态时期逐渐得到关注，但相关

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相应的量化分析，对应的机制分析与对策研究也缺乏依据，实践

性不强。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状况进行系统的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识别；随后，通过LT-TVP-VAR模型

对“双轮驱动”因素的动态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对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

探讨。

三、  理论分析

作为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索洛模型的实用性与普适性使得其经常被作为其

他模型分析的基础，本文也是在索洛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相应的扩展，首先考虑索洛模型的基本

形式
Y (t) = F (K (t) ,A (t) L (t)) (1)

其中Y是产出，F是一次齐次的生产函数，K是资本，A是技术水平，L是劳动。单位有效劳动的资

本与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分别为：

k (t) =
K (t)

A (t) L (t)
, f (k (t))=

Y (t)
A (t) L (t)

= F
(

K (t)
A (t) L (t)

,1
)

(2)

人均产出定义为：

y (t) =
Y (t)
L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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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k̇ (t)
k (t)
=

s f (k (t))
k (t)

− (δ+a+n) (4)

也即：

k̇ (t) = s f (k (t))− (δ+a+n)k (t) (5)
其中a与n分别为技术进步与劳动的增长率，当生产函数F满足某些条件时，存在唯一的全局稳

定的稳态k*>0，满足
s f (k∗)− (δ+a+n)k∗ = 0 (6)

y∗ (t) = A (t) f (k∗)

δ

将人均收入的稳态值表示为y*，且定义 。在稳定状态下，Y/L和K/L以a的速率

增长，这是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最终，经济将趋于一个增长速度等于技术进步增长速度的状

态。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很容易看出，k*是s和A（0）的增函数，是n和 的减函数。

人均产出增长率g可以表示为：

g =
ẏ (t)
y (t)
= a+ε (k)

k̇ (t)
k (t)

(7)

ε (k) = f ′ (k (t))k (t)/ f (k (t)) 0 < ε (k) < 1
{
k̇ (t)/k (t)

}
其中 为资本的产出的弹性，且 ，同时 由式（4）给出。

lnk (t) k∗借鉴Acemoglu（2008），在等式（4）中关于 在 附近取一阶泰勒展开：

g ≃ ẏ (t)
y (t)
≈ a−ε (k∗) (1−ε (k∗)) (δ+a+n) (lnk (t)− lnk∗) (8)

logy (t) lnk (t) = lnk∗ (t)同时，将 在 附近取一阶泰勒，展开得到：
lny (t)− lny∗ (t) ≃ ε (k∗) (lnk (t)− lnk∗) (9)

并将其代入等式（8）中即可得到以下收敛方程（Acemoglu, 2008）：

g =
ẏ (t)
y (t)
≃ a− (1−ε (k∗)) (δ+a+n) (lny (t)− lny∗ (t)) (10)

y < y∗ g > a y (t)

y∗ (t) k (t) k∗ f (k∗)/k∗

由方程（10）可以看出，在索洛模型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有两大来源：第一个是技术进步

增 长 率a， 第 二 个 是 收 敛 条 件 。 如 果 ， 则 ， 反 之 亦 然 。 后 一 种 增 长 意 味 着 相 对 于

越小，即 相对于 越低，平均资本的产出 就越大，这将导致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

增长越快。

(1−ε (k∗)) (δ+a+n)

(δ+a+n)

ε (k∗)

ε (k∗)

方程（10）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收敛速

度。其中，一方面 决定了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需要补充的速度，这种补充率越高，经济

所需的投资额就越大，因此快速调整的空间越大。另一方面， 的值比较高时，经济将接近

于一个线性的AK生产函数，这种情形下经济的收敛会很慢，在 等于1的极端情况下，经济

则由索洛模型转化为AK模型，此时经济将不存在收敛。

t = t0 A (t0) A+ (t0) A (t0) < A+ (t0)

(y (t0) ,g (t0)) (y+ (t0) ,g+ (t0)) k∗ y∗

根据以上理论推导，可以认为，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多条收敛线，假设在某

一时点 ，创新能力从 跳跃至 ，其中 ，其他参数均相等，如图1所示，

此时收敛曲线将向右移动，经济将从 跳到 ，进而实现更大的 与 。由

此可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不断从低收敛曲线向更高收敛曲线跃升的过程，而创新能力的提高

则是实现经济向更高的收敛曲线跃升的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本文借鉴Ito（2016）对经济增长收敛模式的描述，进一步绘制了典型经济体由低

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发展路径，如图2所示。低收入经济体通过一定的发展实现经济腾飞，

摆脱了“贫困陷阱”，随后经济开始收敛，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借助制度红利、人口红

利等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期间收入水平可能出现多次跃升，直到跃升至中等收入水平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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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当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先前的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同时面临来自低收入国家的

“追逐效应”与高收入国家的“压制效应”，原有增长模式难以应对集中爆发的矛盾与风险，经济

增长陷入停滞，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部分国家通过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改变了现

有的收敛态势，进而维持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并成功跃升至高收入阶段。根据索洛模型的推

导以及图1的分析可知，创新能力的上升才是实现跃升的关键，只有当技术进步积累到一定程

度，经济才能扭转当前的经济收敛趋势，跃升至高收入水平的收敛曲线，最终实现向高收入水

平收敛。

四、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一）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经济收敛的基本计量模型表示为以下形式：
gt = α+β

[
lnyt − lny∗t

]
+εt (11)

β
[
lnyt − lny∗t

]
y∗

式（11）意味着经济的增长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稳态时的增长率a，另一部分为赶超部分

，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距离稳态水平越远，经济的增长率就会越高，并最终

实现向稳态水平收敛，一旦人均收入达到稳定状态 ，则第二项变为零，经济的增长率将趋于

a，此时人均收入将以一个恒定的水平增长。另外，结合理论分析可以推断，我国的经济发展过

程也可能存在多条收敛曲线，为此，本文首先建立门限回归模型，识别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对其中存在的收敛曲线进行刻画。结合式（11），本文构建的门限回归模型

可以表示为：
gt = (α+βgap)I

(
gap≤γ1

)
+ (α′+β′gap)I

(
γ1 < gap≤γ2

)
+ (α′′+β′′gap)I (gap > γ2)+µt (12)

gt lnyt lny∗t yt

y∗
t

y∗
t

y∗
t

其中， 表示经济体在t期的人均GDP增长率，gap表示 与 之差， 表示经济体在t期的人均

收入， 表示经济体在t期人均收入在稳态时所应达到的水平，当然，除非经济达到了恒定增长

的阶段，否则稳态值 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理论值，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

达的国家，其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被认为在一定水平上是稳定的，先进的经济体应该收敛于美

国（或OECD）的收入水平，因此，本文将美国的人均产出水平作为稳态值替代式（12）中的 ，样

本数据区间为1992–2016年，样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门限回归模型在收敛路径识别与检验上的应用

在建立门限回归模型前首先要对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进行相应的检验，由Hansen（1996）提

出的相应的检验方法如下：

 A (t
0
)  A+ (t

0
)

y*+y*+

g

a

y

 
图 1    收敛路径的转变

g

y

 
图 2    经济增长收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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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T
(
σ̃2− σ̂2

)
/σ̂2 (13)

σ̃2 σ̂2 σ̂2

γ̂∗

其中，T为样本量， 与 分别为线性模型与门限模型的方差估计值，令 取最小值时得到的

门限变量值为 ，则
F = sup

γ̂∗∈Γ
(F (γ̂∗)) (14)

F (γ∗) = T
(
σ̃2− σ̂2 (γ)

)
/σ̂2 (γ) (15)

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则根据Hansen（1996）所提出的自举法（Bootstrap）可得到上述F统计

量的渐近分布，而若模型存在异方差，则需借助Wald统计量予以检验：

W (γ∗) =
[
Rβ̂ (γ∗)

]′[
R
(
M(γ∗)−1V (γ∗) M(γ∗)−1

)
R′

]−1
Rβ̂ (γ∗) (16)

M (γ∗) =
∑T

t=1
xt (γ∗)xt

′ (γ∗) , V (γ∗) =
∑T

t=1
xt (γ∗)xt

′ (γ∗) ε̂2
t (17)

xt (γ∗) β̂ (γ∗)其中，R为相应的约束条件， 为解释变量矩阵， 表示估计系数矩阵，同样，将Wald统计

量表示为：
W = sup

γ̂∗∈Γ
(F (γ̂∗)) (18)

在此基础上，同样借助自举法得到Wald统计量的渐近分布，通过对以上统计量进行计算，

能够对模型的门限效应及门限个数进行检验，相应的检验与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出于对比的

考虑，本文也同时将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列于表1中。

从表1可以看出，就线性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我国的经济从整体趋势上来看确实存在一

定的收敛性，但若将其看作一条收敛线太过牵强，因为其拟合优度R2
仅为0.198，说明线性方程

对数据的拟合并不理想。而从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存在两个门限值，分别为

–3.688与–2.793，这两个门限值进一步将模型分成了三个区制，且三个区制均显著通过了门限

效应检验，就拟合优度而言，三个区制的R2
均明显高于线性模型，说明经济中确实存在结构性

变化，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存在其合理性。从估计系数的符号来看，区制1与区制3的截距项与收

敛项均为负，表现出明显的收敛特性，可以认为区制1与区制3分别代表两条显著不同的收敛曲

线，而区制2的截距项与收敛项均为正，意味着区制2代表了经济从低收敛线向高收敛线跃升的

过程。通过观察具体的估计值可以发现，区制1与区制2的截距项虽然均为负值，但区制2的截距

项远高于区制1，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截距项α代表的是经济达到稳态时所应该达到的增长

率，这一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说明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过一次由

低收敛曲线向更高的收敛曲线跃升的过程，结合我国经济的具体数值可以发现，收入差距在

–3.688（γ1）附近，对应着我国1997–1998年间，而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数据及其收入分

组标准，我国是在1997年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的，随后经济增长迅速，经济逐渐脱离原先的收

表 1    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线性方程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ᾱ 5.252*** 0.611 α –21.849*** 0.923 α' 37.979*** 1.500 α'' –1.832* 0.949
β̄ –1.237*** 0.206 β –8.168*** 0.235 β' 8.445*** 0.428 β'' –4.466*** 0.469

R2 0.198 R2 0.998 R2 0.965 R2 0.701
门限 — 门限 gap≤−3.688 −3.688 < gap≤−2.793门限     门限 gap > −2.793

门限效应P值：— 门限效应P值：0.000 门限效应P值：0.000 门限效应P值：0.000

　　注：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误差，***、**与*分别代表1%、5%与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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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曲线，呈现出跃升的态势，经济由区制1进入了区制2，在进入区制2后，经济经历了收入差距

缩小与经济增速提高并存的高速增长时期，直到收入差距达到–2.853（γ2），经济再一次发生结

构性变化，而这一收入差距对应着我国2007–2008年间。众所周知，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

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紧随其后的刺激政策的出台使经济在

短期内迅速回升，我国也于2010年成功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然而刺激效果的非持续性并未改

变经济增速换挡的事实，反而催生了诸如杠杆率过高等现实问题，经济增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当然，区制3的拟合优度较前两个区制来说相对较小，α''也仅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这一短期冲击因素，使得

经济产生了相对于正常趋势的偏离。通过对比β的估计值可以发现，区制2的收敛速度约为区制

1收敛速度的一半，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平稳化趋势，无需担心经济的“硬着陆”问题，这意味着经

济的缓慢下行不会带来猛烈的冲击，也为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预留了大量的空间，以时间换

取空间，同时也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良好的预期，为我国顺利进行供给侧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一结果与我国当局在进入新常态以来进行宏观调控时坚持的“适度微调”原则密不可分，再

一次证明了将决定权交给市场的正确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收敛态势，且这一收敛曲线的稳态增长

率为负值，说明继续沿着这一收敛曲线我国无法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也不能顺利进入

高收入阶段，但这并不能为我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证据。根据贾康和苏京春（2016）

的统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时长约为15.9年，且每

年的经济增速不能低于5.8%，意味着若在未来9年，我国经济仍沿着目前的收敛曲线发展而没

有脱离现有收敛曲线的趋势，且经济增速跌破5.8%，则意味着我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

阱”，如若不然，则无法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证据。当然，这一结论只是通过对已成功跨越陷

阱国家的经验总结，属于经验之谈，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深入分析这背后的本

质，即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问题。为此，下文将通过LT-TVP-VAR模型的建立深入分析经济增

长驱动因素的影响。

五、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经济由低收敛曲线向高收敛曲线跃升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伴

随着4.0版工业革命的到来，发达国家正在探索制造业的创新之路，我国在经济增速换挡的新

常态时期，更应坚持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等相关理

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发挥技术进步与资本形成的内生作用，技术进步由于其规模效应、乘数效

应等特点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资本的形

成与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必然要求，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毋庸置疑，

而这一过程的本质可视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内生机制，金融效率的高低则在此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因此，技术与金融“双轮驱动”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动力因素，能够为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双轮驱动”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特征，本文建立了含潜在门

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该模型在考虑时变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

考虑了变量之间的结构性与非线性特征，进而对传统的TVP-VAR模型可能带来的拟合偏差问

题进行了改进，使估计结果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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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首先，建立一个S-VAR模型：
Ayt = F1yt−1+ · · ·+Fsyt−s+µt, t = s+1, · · · ,n (19)

(k× k) F1 · · ·Fs (k× k) yt (k×1) µt

(k×1) µt ∼ N (0,ΣΣ)

其中，A为 维联立系数矩阵， 为 维滞后系数矩阵， 为 维观测向量， 为

维结构性冲击，且 ，其中

Σ =


σ1 0 · · · 0

0 σ2
. . . 0

...
. . .

. . .
...

0 0 · · · σk

 A =


1 0 · · · 0

a2,1
. . .

. . . 0
...
. . .

. . .
...

ak,1 · · · ak,k−1 1


βi = A−1Fi Xt = Is⊗ (yt−1, · · · ,yt−s) ⊗设 ， ， 为克罗内克积，将时变参数引入后，方程（19）可简化

为如下形式：

yt = Xtβt +A−1
t Σtεt, t = s+1, · · · ,n (20)

借鉴Nakajima 和 West（2013）的设定，本文将模型参数的演进过程设定如下：

βt = µβ+Φβ
(
βt−1−µβ

)
+ vt, t = s+1, · · · ,n,

αt = µα+Φα (αt−1−µα)+ ζt, t = s+1, · · · ,n,
ht = µh+Φh (ht−1−µh)+ ξt, t = s+1, · · · ,n,

V = Var


εt
vt

ζt
ξt

 =

In 0 0 0
0 Ωβ 0 0
0 0 Ωα 0
0 0 0 Ωh

 (21)

βt αt ht = log
(
σ2

t

)
vt、ζt、ξt其中， 与 为模型的参数向量， ， 分别为对应的随机波动，至此，经典的

TVP-VAR模型构建完成。为有效识别结构性变化，LT-TVP-VAR模型通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潜

在门限：
bt = βt × I

(|βt |≥db
)

(22)
at = αt × I

(|αt |≥da
)

(23)

I (·) db da其中， 代表示性函数（取值为0或1）， 与 分别为时变参数与联立系数的待估潜在门限值。

模 型 结 构 设 定 完 成 之 后 ， 本 文 将 采 用 扩 展 的MCMC方 法 估 计 相 应 的 参 数 ， 具 体 过 程 详 见

Primiceri（2005）与Nakajima 和 West（2013）。

（二）数据处理与估计

技术进步指标选取高科技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作为代理变量，具有高研发强度的

产品的出口占比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我国的技术水平与技术成果。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则

表示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到位资金中的国内贷款与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的

比值，以此来表示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该值越大，表明转化效率较高。基于稳

健性考虑以及模型的需要，本文将年度数据分解为频率更高的季度数据。

(Ωh)1

根据滞后阶数设定准则，本文决定构建二阶滞后三变量LT-TVP-VAR模型，并将模拟样本

数设定为10 000，其中前1 000次为预模拟。相应的参数后验分布均值、标准差以及无效影响因

子如表2所示。观察表2中的无效影响因子可以看出，除了参数 ，其余参数的无效率因子均

小于200，说明设定10 000次的MCMC模拟能够达到较好的收敛性，模型估计结果可信。表3则列

示了潜在门限值的可接受率，以判断模型的适用性与显著性，可以看出，潜在门限可接受率均

在20%以上，最高可达89.0%，进一步证明了样本期间内存在显著门限效应的假设，使用LT-

TVP-VAR模型具有其合理性。

（三）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在上述模型构建与估计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刻画“双轮驱

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双轮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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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出了“双轮驱动”因素之间的动态冲击机制，如图3至图6，图中实线、散点及点线分别代表

短期（一年）、中长期（两年）及长期（三年）的响应函数曲线。

图3给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整体趋势来看，三条曲线趋势

大致相同，表现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994–1996年间出现下降

甚至表现出负效应，在1996–1998年间这一影响逐渐提高，1998–2010年间这一影响在0.13附近上

下波动，表现出稳定的正向效应；而在2010年之后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直到2014年这一下降

趋势才得以缓解，随后稳步回升。这一冲击曲线走势与前文所述的收敛阶段高度耦合，进一步

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变动能够影响经济的内生波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技术进步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创新技术一旦被熟练掌握且运用于生

表 2    模型部分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无效影响因子

µβ 0.029 2 0.017 1 34.74

Φβ 0.808 9 0.081 0 72.88(
Ωβ

)
1

0.021 2 0.001 9 83.53
µα –0.1764 0.157 8 59.46

Φα 0.914 4 0.058 6 66.66

(Ωα)1 0.075 5 0.022 4 103.32
µh 0.017 0 0.017 6 90.76

Φh 0.878 4 0.060 2 57.01

(Ωh)1 1.170 8 0.361 2 214.54

(db)1 0.043 6 0.039 2 163.96

(db)2 0.187 8 0.108 1 5.04

(da)1 0.178 1 0.109 7 101.74

(da)2 0.354 7 0.354 0 170.34

表 3    潜在门限可接受率（%）

参数 (db)1 (db)2 (da)1 (da)2

可接受率 43.3 24.1 89.0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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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冲击的时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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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冲击的时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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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即可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无需支付额外的成本却能使产出成倍增加，获得递增的规模

收益；其次，技术进步具有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技术革新可以带动相关产业提高产品附加

值，改进生产方式，最终提升社会整体的生产率；最后，技术进步具有溢出效应，由于知识、信

息等具有共享性特征，一个地区技术进步能够带动周边地区技术的发展，周边地区通过学习、

模仿等对新技术进行应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创新，随后进一步扩散，如此良性循环，技

术进步能够使产出成倍甚至指数性增加。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显

著的正向影响，但图3中1994–1996年间却出现了短暂的负向影响。纵观历史可知，1992年邓小平

南巡，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基础尚未稳定，依然存在“双轨制”，虽然工业化

的发展战略正稳步开展，但生产率较为低下，甚至存在产能过剩现象，即出现了历史上公认的

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因此，1994–1996年间负向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制度原因，随

后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不断增强，但

总体来说，我国仍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对于国际尖端技术的掌握水平较低，技术产业表

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同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日趋减弱，低成本优

势逐渐消失，出现了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经济增长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导致促进作用趋于减弱。自2012年以来，“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在党的十

八大中被明确提出，并强调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从制度、法律等

多方面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为我国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对我国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质量效益的提升以及经济动能的转换等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图3中也

可以看出，这一战略的实施卓有成效，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2012年起逐年增强，

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内生动力。

图4给出了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与技术进步不同，金融效率对经

济增长的冲击响应曲线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峰值出现在2005年附近，2005年以后开始

下降，中间虽有小幅回升，但整体趋势仍趋于下降，直到2013年之后，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

势。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作为投融资中介，金融机构担任着

聚集闲散资金并将其投入高效益部门的角色，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效率高意味着金融部

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进而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就越大；另一方面，金融

部门的投资渠道主要分为实体部门投资与虚拟经济部门投资，当虚拟经济部门投资过度挤占

实体部门投资时，实体经济会面临融资难等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贷款成本，实体部门的市场活

力也会随之下降，难以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虚拟经济部门也会出现资产泡沫化

等问题，进而引致一定的金融风险，这一系列后果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这两大方面

的影响在图4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经历了高速发展

阶段，金融体系日趋健全，金融效率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攀升，但随着我

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业务迅速扩大，虚拟经济部门投资也不断增加，对实体

经济投资的挤占作用逐渐显现，加之体制、法律不完善以及市场不规范等原因制约了金融效率

作用的发挥，使得从2005年开始这一促进作用开始逐渐下降，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影

响作用达到波谷，随后政府推出的救市行为使这一影响有了小幅回升，但依旧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资产泡沫的问题。直到新常态以来，供给侧改革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去泡沫、去杠杆的效

果逐渐显现，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开始逐渐提升。由此观之，新常态时期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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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在这一阶段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取得了诸多成

就，当然，我国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经济新常态下也产生了诸多新的风险，由

产能过剩引起的不良贷款率过高、由地方性政府债务增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由住房市场

前景不明带来的抵押风险等均在新常态时期逐渐凸显，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把握机

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成功跃升至更高的收入水平。

图5与图6分别给出了金融效率与技术进步相互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整体趋势来看，

二者之间相互冲击的趋势大体相同，均在1995–1998年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在1998–2010年

间表现出平稳的正向效应，在2012年间出现小幅下降后又逐渐回升，且回升幅度达到历史新

高，说明二者之间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金融效率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

金融市场的功能进行讨论：首先，金融市场资金融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保证具有高投

入特点的高科技项目获得充足的资金；其次，金融市场价值发现的功能能够将行业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通过资产价格变动体现出来，进而引导资金流向，寻找最具价值的创新项目；最后，金

融市场分散与管理风险的功能能够解决技术创新项目的另一大特点——高风险，投资者能通

过套期保值等多元化投资手段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风险管理，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进而使得

高科技投资更加活跃。反过来，技术进步也能对金融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科技的创

新与发展能够打破金融市场的传统经营模式，优化业务流程，使金融体系向快捷化、个性化的

方向发展，进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科技的创新能够拓宽金融市场现有的经营范

围，使金融部门的经营业务与面向的对象更加多元，为金融市场挖掘到新的增长点，进一步促

进金融效率的提高。通过对二者间影响作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融效率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

用要强于科技进步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了非对称性特征，说明科技创新倒逼金融业

进行自我改革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当然，也说明科技创新对金融方面的技术支持有待进一

步提升。同时，经济新常态以来这两种促进作用的上升幅度明显提升，说明“双轮驱动”因素间

的融合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正在有效进行，

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其内生作用。若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态势，我国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除了深度挖掘科技创新驱动与金融效率驱动在经济增

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探索科技创新与金融效率的融合路径将是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过程中另一大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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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金融效率对技术进步冲击的时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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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技术进步对金融效率冲击的时变响应

第 1 期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 39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我国正在面临的一个顶级真问题，而鲜有文献从收敛性的角度对

我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通过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

径进行识别与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收敛态势，且这一收敛曲线的稳态

值为负，说明现有收敛曲线无法使我国步入高收入阶段，我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为此，本文借助LT-TVP-VAR模型，研究“双轮驱动”因素对经济

增长影响的动态特征，以此对我国是否具备向高收入阶段跃升的动力条件进行判断，通过对脉

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以及溢出

效应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作用，这一作用与前文识别的收敛路径高度耦合，在经济新

常态时期，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这一促进作用较之前有明显的增强；第二，金

融机构通过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的扩

大，其虚拟投资对实体投资的挤占则会引致一定的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效

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正向效应，但这一正向作用从2005年起就逐渐减弱，至金融

危机爆发降至最低，而经济新常态以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开展，我国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第

三，就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间的相互作用而言，二者之间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其内生作用。

具备高风险、高投入以及更新速度快特点的创新活动离不开高效率的金融支持，这要求金融市

场充分发挥其风险分散、资金配置以及价值发现的功能，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技

术进步反过来也能推动科技创新，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对象及产品，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

进而更好地服务创新活动与实体经济，二者相互推动，缺一不可。但金融效率对科技进步的促

进作用要强于科技进步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非对称性特征。经济新常态以来这两种

促进作用的上升幅度明显提升，说明“双轮驱动”因素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相互融合，经济

增长动力转换正在有效进行。

由此观之，以我国目前的收敛曲线来看，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从“双轮驱

动”因素的表现来看，技术进步与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均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说明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初具成

效，为了顺利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并进一步挖掘“双轮驱动”因

素的潜能，为此，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首先，要重视政府的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实

施创新型政策以激励与保障相应的创新行为，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更

为重要的是，以政府为担保，为科技与金融的合作搭建平台，并通过立法明确具体的合作事

宜，使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过程更加顺畅。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丰

富融资渠道，为科技创新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支持。同时完善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建立信用担保

制度、科技保险制度、风险投资退出制度等分散风险，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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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Breakthrough of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China: Based on an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Growth Convergence Theory and “Two-wheel Drive” Test

Liu Jinquan, Wang Qiaoru, Liu Dayu
(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

Summary: The “middle-income trap” is a primary problem for China because it is at the

stage of middle income level. The essence of this problem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other words, the “middle-income trap” can be understood as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in which a country converges at the middle-income level. Then, does the decline in

potential growth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mean that our country is converging to the middle-
income level? This proposition can re-examine the changes in speed, structure and momentum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n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thought  for  cognizing  and  leading  the  new normal.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onvergence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is  in  the

convergence curve of middle incom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uccessfully converge to the high-
income stage along the existing curve. Further, it is not enough to discuss whether there is a trap,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how to overcome this trap and connect the “Chinese dream”. As th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drivers during the strategic transition period, the two major

drivers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finance,  namely,  “two-wheel drive”,  have become two

important engines for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ese two factors will be the key

to our success in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For this reason, the LT-TVP-VAR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dynamic influence of the two driving factor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so as to

judge whether China has the essential momentum to jump to the high income st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role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financial efficiency in economic

growth are highly coincided with the convergence path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and they have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The two driving factors play the endogenous

role in a mutually reinforcing way and have a higher level of integration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staggered transformation of momentum in China has taken effe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jump to high income levels and achieve “catching-up” strategy,

we nee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through governments and

market jointly,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two majo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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